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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中国 2003~2022年 2383个区县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和超效率 SBM-DEA模型测度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之后利用

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和标准差椭圆探究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时空演变特征，最后结合 XGBoost算法和 SHAP值解释算法识别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总体上呈提升趋势，特别是 2020 年后提升幅度相对较大;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呈

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并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分布重心总体向东南方向迁移，呈现南北方向向心集聚、东西方向空间

发散的趋势;能源强度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产生负向影响.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整体上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经济发展、人口密度和金融发展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呈现复杂非线性特征;相较于东部地区，能源强度对中西部地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更

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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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ynergistic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ese counties. XING Hui*, HUO Xiao-q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5,45（3）：1657~1673 

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383 coun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22, the composite system synergy model and 

super-efficient SBM-DEA model were initially employed to quantify the synergistic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Subsequently,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s of synergistic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counties were 

explored by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Ultimately, the XGBoost 

algorithm and SHAP value interpretation algorithm were combined to identify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ynergistic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synergistic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ese counties has been gradually rising, with a marked acceleration observed after 2020. The synergistic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exhibits a “high in the east, low in the west” pattern, accompanied by a significant spatial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distribution center of synergistic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counties generally migrates to the southeast, 

reflecting a north-south centripetal trend and an east-west spatial divergence. Energy intensity i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 of 

synergistic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and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ynergistic reduc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generally promote the synergistic reduction.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densit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the synergistic reduction shows complex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the eastern 

region, the impact of energy intensity on the synergistic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more significant. 

Key words：county-level；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mitigation；synergistic reduction；spatio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XGBoost 

 

2023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年均浓度为

30µg/m
3
，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健康标准

5µg/m
3
；同时，碳排放总量达到 126亿 t，并较上年增长

5。65亿 t，创下迄今全球最大增幅
[1]

。因此，我国仍面临

环境和气候的双重压力。 

环境污染物与碳排放具有同根、同源、同过程

的特性，都主要来自化石能源消费、工业生产和居民

生活等方面
[2]

。基于这一特征事实，通过统筹谋划、协

同推进减污与降碳工作，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现环

境保护和气候减缓双赢
[3]

。2022 年 6 月，生态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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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强调要“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量化评估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并探究其时空演变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

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必要前提
[4-5]

。目前，全国

范围的量化评估工作尚未全面启动，仅浙江部分城

市发布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指数。同时，已有文献对

我国省级
[6]
、城市级

[7]
、特定区域

[8]
和部门

[9]
的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进行了量化评估。然而，鲜有研究细化

至县域尺度。县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的基本单元 ，同时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

体  

[10]
。深入剖析县域尺度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时

空演变规律及主要影响因素，能够为实现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提供更具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决

策参考。 

长期以来，环境污染和碳排放被视为两个独立

的研究主题。随着全球环境和气候风险不断加剧，以

及环境污染物和碳排放“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

征被证实，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在环境科学领域，协同效应最早被定义为“伴随

效益”，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于 2001 年正式提出，即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产生的环

境质量提升等非气候效益
[11]

。随后，在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中国的环境治理实践中，又证实了环境政策也

能够协同减少碳排放
[12-13]

。事实上，减污降碳协同效

应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环境污染物和碳排放高度

同根同源
[14]

。然而，与发达国家在 20世纪末基本解决

环境问题后转入气候治理不同，中国当前同时面临

着污染防治和气候减缓的双重压力
[2]

。因此，不同于

国外仅强调降碳对减污的单向协同，中国重视减污

降碳的双向协同，即通过减污与降碳政策的统筹谋

划和优化组合，实现两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从而

以更低的成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碳达峰碳中和

的双重目标。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①基本内涵方面，田春秀

等
[3]
较早提出将传统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协

同控制和管理，有助于以较低的成本实现环境保护

和气候减缓双赢。随后，姜华等
[15]
、郑逸璇等

[16]
、戴

静怡等
[17]
从目标、管理、政策、成效等多个维度界

定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基本内涵。②量化评估方

面，现有文献主要基于三种方法：一是直接以环境污

染物和 CO2 排放的绝对量作为量化指标。二是从目

标、路径和管理等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4]

。三是基

于复合系统协同度
[6]
、耦合协调度

[8]
等系统协同度

模型测度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③影响因素方面。

现有文献主要采用双重差分、合成控制等传统计量

模型，探讨了绿色金融
[18]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19]
等

因素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围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

基本内涵、量化评估和影响因素展开了系统深入的

探讨，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参考。

然而，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省域和市域层面，鲜有研

究细化至县域层面。此外，现有文献主要采用传统计

量模型识别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因素，但传统

计量模型为参数估计模型，需人工预设函数形式，可

能造成模型设定的主观性偏误。同时，在处理高维、

大规模的复杂数据时，传统计量模型不仅难以捕捉

非线性关系，还可能面临“维度诅咒”和多重共线性

问题，并且对异常值较为敏感，从而影响研究结果的

稳健性。鉴于此，本研究基于中国 2003~2022年 2383

个区县的面板数据，首先利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

和超效率 SBM-DEA 模型测度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之后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标准差椭

圆等方法刻画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时空演变

规律，最后采用 XGBoost 机器学习算法和 SHAP 值

解释算法识别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①在研究尺度上，

进一步细化至县域，并深入剖析县域尺度下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的时空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以期为制

定更精准、更高效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政策提供依

据。②在研究方法上，采用 XGBoost 机器学习算法识

别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要影响因素。与传统计量

模型相比， XGBoost 机器学习算法凭借非参数估计

的优势能够有效避免函数形式预设的主观性偏误，

同时能够适应更高维、更复杂的数据结构，在精准捕

捉非线性关系的同时能够有效处理异常值、多重共

线性和过拟合等问题，从而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和

泛化能力，能够更精准地识别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

影响因素。③在研究内容上，揭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的主要影响因素。本研究将 XGBoost 算法和 SHAP

值解释算法相结合，量化各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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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识别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而

为更高效地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决策参考。 

1  理论内涵、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理论内涵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本质上是通过科学合理的

政策与措施设计，实现环境保护和气候减缓等多目

标的“帕累托改进”或“帕累托最优”
[12,20]

。其中，“减

污”指减少 PM2.5、SO2、NOx 等传统环境污染物的

排放，提升环境质量；“降碳”指降低以 CO2 为主的温

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协同”指通过统筹谋划

和一体推进，实现减污与降碳的相互促进与有机统

一
[14]

；“增效”则强调高效率地推进减污降碳协同，以

更低的成本实现环境效益、气候效益和经济效益多

赢
[16-17]

。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强调环境治理方式从末端

治理向源头预防转变
[16]

。末端治理坚持“先污染后治

理”的理念，主要通过技术手段对已排放的污染物进

行处理，使其达到排放标准。然而，末端治理技术通常

依赖能源密集型的处理流程，在减轻污染排放的同

时也导致大量能源消耗，从而产生“减污增碳”的负

协同效应
[11]

。例如，常用的石灰石-石膏法湿法脱硫

工艺，在通过化学反应去除烟气中 SO2 的过程中需

消耗大量能源；选择性催化还原(SCR)和选择性非催

化还原(SNCR)等主流脱硝技术需要消耗大量能源

创造高温环境。相较于末端治理，源头预防注重在源

头上减少或避免污染物的产生，能够有效避免末端

治理环节减污与降碳之间的冲突。具体而言，化石能

源消费是环境污染物与碳排放的主要共同来源
[6]

，

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和优化生产工艺等源头预防措

施，能够有效减少化石能源消费，从根本上推动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同时，源头预防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随着污染物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末端治理的边际成

本会持续上升，而源头预防只需在初期一次性投资

技术与工艺改造，即可避免高额的后期处理成本。因

此，源头预防能够以更低成本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具

有长期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是实现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的关键举措。 

1.2  研究方法 

1.2.1  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  借鉴现有文献
[2,6,21]

，

本研究基于复杂系统的视角，采用复合系统协同度

模型测算减污降碳协同度。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基

于协同学的序参量原理和役使原理，通过序参量取

值及权重计算子系统有序度，并根据各子系统有序

度变化的时间序列算术平均值确定子系统之间协

同发展的程度。研究表明
[18,21]

，其能够较好地量化发

展演化过程中，子系统之间彼此支撑、相互促进、协

同发展的程度。 

本研究定义两个子系统，分别为减污子系统 S1

和降碳子系统 S2，两者共同构成减污降碳的复合系

统 S。其中， S1和 S2均由若干个序参量组成，不妨设

Pwk为第 w个子系统的第 k个序参量。序参量决定系

统的有序程度，并且对系统的有序程度存在正向或

负向两种影响。因此，序参量可分为正向和负向指标，

正向指标取值越大，系统有序度越高，反之亦然。 

基于数据可得性和现有研究
[2,18,21]

，选取以下指

标作为序参量，从而建立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度

评价指标体系。 

表 1  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度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synergistic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ese counties 

复合系统 子系统 序参量 单位 指标属性

PM2.5浓度下降率 % + 
减污子系统

SO2浓度下降率 % + 

碳排放总量下降率 % + 

碳排放强度下降率 % + 

减污降碳

复合系统
降碳子系统

人均碳排放下降率 % + 

 

对于减污子系统，考虑到 PM2.5和 SO2都是中国

主要的空气污染物
[12,22]

，对人体健康具有较大危害。

因此，为准确反映减污工作的成效并保证指标的可

比性，选取两者浓度的下降率为序参量。同时，为剔除

空气流动等自然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

WRF-CMAQ 空气质量预测模型
[23-24]

，分区域模拟

污染物的空间扩散和化学反应过程，以校正各县域

PM2.5和 SO2浓度的原始数据。 

对于降碳子系统 ，首先选择碳排放总量下降

率为序参量 ，其能够直接反映县域碳减排工作的

成效  

[6]
。同时，考虑到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和人口规

模的巨大差异 ，进一步增加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

排放的下降率为序参量
[18]

，以更客观地评价碳减

排成效。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计算各序参量有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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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uw(Pwk)是序参量 Pwk的有序度，其值越大，代表

Pwk对子系统有序度的贡献越大； Pw1、Pw2、……、

Pwm是正向指标， Pwm+1、Pwm+2、……、Pwn为负向指

标； αwk和 βwk分别表示序参量在研究期间的最小值

和最大值。之后，通过如下表达式对 uw(Pwk)加权求和，

可求得子系统 Sw的有序度。 

 
1

( ) ( )
n

w w k w wk

k

u S u Pθ

=

=∑  (2) 

式中： uw(Sw)是子系统 Sw的有序度； θk是序参量 Pwk

的权重。为避免主观偏误，采用相关系数矩阵法计算

θk。假设子系统 Sw由 n 个序参量组成，其相关系数矩

阵 A如下： 

11 1

1

1

, 1,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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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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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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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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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k代表第 k个序参量Pwk对其他 n-1个序参量

的总影响，其值越大，意味着序参量 Pwk对子系统 Sw

越重要，应赋予更大的权重。因此，将Ak归一化可得到

序参量 Pwk的权重 θ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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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计算减污降碳复合系统 S 的整体协同度。

假设在初始时刻 t，减污和降碳子系统的协同度分别

为 ut 

1(S1)和 ut 

2(S2)。随着系统演变到时刻 t+1，两者的协

同度分别变为 ut+1 

1 (S1)和 ut+2 

2 (S2)。因此，从 t到 t+1时刻

的减污降碳协同度为： 

 1

1

)S )yner ( (gy
n

t t

w w w w w

w

u S u Sλ 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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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ynergy为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度；参数λ的取值

决定减污降碳是否实现协同。当且仅当 ut+1w(Sw)-ut 

w

(Sw)>0 时，即减污子系统 S1和降碳子系统 S2都向更

有序的方向演化时， λ=1， Synergy 的值为正，减污降

碳实现协同。反之则为负，代表减污降碳未实现协同；

参数 ηw为子系统 Sw权重，考虑到中国面临着环境和

气候的双重压力，并且目标是实现减污与降碳的相

互促进和协同发展，本研究将两个子系统视为同等

重要，即设置 η1=η2=0。5。因此， Synergy∈[-1，1]，其值越

大，代表减污降碳协同程度越高。 

1.2.2  超效率 SBM-DEA 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

(DEA)是一种数据驱动的非参数效率评价方法，主

要用于多投入多产出决策单元的效率评估。 DEA模

型基于决策单元相对于生产前沿面的偏离程度来

衡量效率，不需要预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为克服

传统 DEA 模型无法有效处理投入或产出的松弛问

题，Tone
[25]
提出了基于松弛测度(SBM)的 DEA模型。 

SBM-DEA 模型直接将松弛变量引入目标函数，能

够识别并量化多余的投入或潜在的产出。然而，其无

法有效区分效率值为 1 的决策单元 。而超效率

SBM-DEA 模型通过暂时移除“完全有效”的决策单

元并重新构建生产前沿面，能够进一步得到大于 1

的超效率值，从而更精准地反映决策单元的真实效

率水平。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强调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减

污降碳协同推进
[16,20]

。因此，本研究在量化减污降碳

协同度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超效率 SBM-DEA 模

型测度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具体而言，借鉴现有

文献[26-27]，选取资本、劳动力和能源为投入指标

xik (i = 1，2，3)，分别采用资本存量(万元)、年末就业人

数(万人)和标准煤消耗量(万 t)表示，减污降碳协同

度为期望产出指标 yrk，从而量化各县域以最少的投

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推进的能力。本研究将每个县

域视为一个决策单元，并假设每个决策单元有 m 个

投入变量和 s个产出变量，则第 k个决策单元的效率

ρ可通过如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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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ρ为第 k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即第 k个县域的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 s- 

i
和 s+ 

r 分别代表投入和产出

的松弛变量； xik和 yrk分别代表第 k个决策单元的第

i种投入和第 r种产出； λj为权重变量，用于表示其他

决策单元对当前决策单元的参照贡献。 

1.2.3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用于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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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概率密度函数的非参数估计方法，其不依赖于

数据的特定分布假设，能够适用于各种数据类型。

核密度估计通过在每个数据点周围放置核函数，并

将所有数据点的核函数相加得到概率密度估计结

果。本研究选择高斯核函数，通过核密度估计研究

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时序演变特征，公式

如下： 

 
1

1
( ) ( )

n

i

i

x X
f x K x

nh h
=

−⎛ ⎞
= ( )

⎝ ⎠
∑  (8) 

式中： n为样本容量； h为核函数带宽； Xi为独立同分

布的观测值； K(x)为高斯核密度函数： 

 
21

( ) exp
22π

x
K x

⎛ ⎞
= −( )

⎝ ⎠
 (9) 

1.2.4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一种

用于探索地理数据中要素之间空间依赖关系的统

计方法，能够识别某种空间现象的空间集聚或空间

分散趋势。 Moran's I指数是衡量空间自相关性的经

典方法，其通过分析各空间单元与其邻近单元的特

征值是否具有相似性，来判断数据的空间集聚或分

散程度。本研究使用Moran’s I指数判断中国县域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空间自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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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 和 Ii 分别为全局 Moran’s I 指数和局部

Moran’s I 指数，分别用于考察整体区域和局部区域

内要素之间的空间依赖关系； n为县域总数； X为县

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 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本

研究选择最常用的地理距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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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ij为区县 i与 j之间的直线地理距离。 

1.2.5  标准差椭圆  作为一种用于可视化多元

数据空间分布特征的图形化工具 ，标准差椭圆能

够直观地反映数据的中心趋势、离散程度和方向

性特征 。本研究使用标准差椭圆探讨样本期内中

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心迁移轨迹和离散

趋势，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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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X Y 为标准差椭圆重心坐标；S 为标准差椭

圆面积； σx和 σy分别代表椭圆长轴和短轴的标准差； 

Wi 代表空间权重，本研究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

为权重； ★
i
x 和 ★

i
y 分别代表 ( ， )

i i
x y 距离重心的相对坐

标； θ 为椭圆转角，代表椭圆长轴相对于正北方向顺

时针旋转的角度。 

1.2.6  XGBoost 算法  常用于回归预测问题的机

器学习算法主要包括支持向量机(SVM)、K 近邻

(KNN)、神经网络 (Neural Network)、随机森林

(Random Forest)、极端梯度提升(XGBoost)和轻量级

梯度提升机(LightGBM)。通过超参数优化和评估，发

现 XGBoost 算法在本研究样本中性能最佳，详见

下 文。 

XGBoost 是一种基于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

的机器学习算法，其核心思想是通过逐步构建多个

弱分类器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分类器，在每一轮迭代

中对之前模型的残差进行拟合，从而提高整体预测

性能
[28]

。在处理高维数据和复杂任务时， XGBoost 不

仅能以更少的计算资源实现更高的预测精度，还能

有效避免过拟合问题 。与传统 GBDT 算法相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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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Boost 通过引入正则化项、并行计算和缓存机制，

有效提高了模型的预测精度、训练速度和抗过拟合

能力。同时，与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等其他机器

学习算法相比， XGBoost 算法通过 Boosting 策略对

每次迭代的误差进行修正，能够在高维复杂数据上

取得更好的预测效果。上述优势使得 XGBoost 算法

在解决回归预测问题时得到广泛应用
[29-30]

。 

XGBoost 的目标函数为： 

 
1 1

★Objective loss( ， ) ( )
n k

i i ki k
y y f

= =

= + Ω∑ ∑  (16) 

式中， loss(yi， ŷi)为损失函数，表示预测值 ŷi与实际值

yi 之间的误差； Ω(fk)是模型正则化项，用于控制模型

复杂度，防止过拟合。 

1.2.7  SHAP值解释算法  虽然XGBoost算法能够

较为准确地识别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因素，但

其实质上却是“黑箱”模型，难以直观反映各影响因

素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向 。 

SHAP 值解释算法由 Lundberg 和 Lee 于 2017 年提

出
[31]

，是解释机器学习预测结果的有效方法。其基于

合作博弈中 Shapley 值的概念，考虑到了影响因素的

贡献程度，能够量化各影响因素对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的重要性及作用方向。假设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影

响因素的集合为{x1，x2，…，xp}； S 为不包含影响因素

xi的子集， |S|为子集的大小； f(S)为子集 S对应的模型

输出结果； f(S∪{xi})为影响因素 xi加入到子集 S后

的输出结果。因此，影响因素 xi的 SHAP 值计算公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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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见， SHAP 值实际上是在考虑所有可能

的影响因素组合后，通过计算影响因素 xi 加入前后

模型输出结果变化值的加权平均，以此来确定影响

因素 xi 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贡献度，与合作博弈

中 Shapley 值的概念高度一致。SHAP 值解释算法能

够较为准确地识别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要影响

因素，有利于提供更高效、更精准的决策参考。 

1.3  数据来源和处理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研究选取中国 2383 个区县

为研究对象(西藏和港澳台数据暂缺)，时间跨度为

2003~2022 年。 PM2.5浓度数据来自圣路易斯华盛顿

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发布的 V5。GL。04 估算结果； 

SO2 浓度数据来自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提供

的高分辨率数据集；发明专利授权数据来自国家知

识产权局；县域碳排放数据参考 Chen 等
[32]

的研究，

基于DMSP-OLS和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采用

PSO-BP 神经网络算法反演得出。其余数据来自《中

国县域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公报，个别缺

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2  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时空演变特征 

2.1  时序变化特征 

本研究采用高斯核密度函数进行核密度估计，

来分析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时序演变特

征，如图 1所示。 

 

图 1  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核密度图 

Fig.1  Kernel density plot of synergistic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ese counties 

首先，从分布位置来看，核密度曲线波峰缓慢向

右移动，且在2020年之前移动幅度相对较小，2020年

之后移动幅度相对较大。这说明 2003~2022 年间，中

国各县域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总体上有所提

升，但幅度较小，未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2020

年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呈现相对较大幅度的

提升，这可能得益于中国在 2020 年正式提出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并出台了涵盖能源、建筑、交通等多个

领域的节能减排政策，降碳力度空前增强，从而有力

推动减污与降碳双向协同。而在此之前，由于环境和

气候治理分属不同部委，中国在减污和降碳上长期

分而治之。同时，中国此前主要侧重环境污染防治，并

且过度依赖末端治理，碳排放控制也处于起步阶段，



3期 邢  会等：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1663 

 

这些因素导致减污降碳难以充分协同
[6]

。其次，从波

峰形态来看，波峰高度逐年下降且波峰宽度逐年扩

大，说明各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的差异在不

断扩大。最后，从曲线拖尾来看，存在明显的右侧拖尾

且呈延长趋势，说明个别地区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水平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总体来看，中国的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虽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未来应

继续加强碳排放治理，充分发挥降碳对减污的源头

牵引作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有效提升。 

2.2  空间分布特征 

本研究采用自然断点法将中国县域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分为 5 个等级，以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如

图 2所示。 

2003~2022 年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

总体上呈逐渐提升趋势 ，年均值从 0。192 提升至

0。618，年均增长率为 6。019%，但仍处于较低协同水

平。从空间分布来看，大致呈“东高西低”的分布特

征。特别是 2016 年后，东西分异特征愈加明显。这可

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

产业占据较大比重，产业结构更为合理，因此经济增

长对能源依赖程度较低。同时，东部地区凭借政策支

持和区位优势，拥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为源头上

减污降碳提供了技术支持
[2]

。而中西部地区煤炭能

源丰富，并且承接了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产业结构

以高耗能、高排放产业为主，减污降碳面临较大的结

构性压力
[10]

。 

 

 

图 2  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ynergistic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ese counties 

审图号:GS(2022)1873 号 

具体来看， 2003 年中国各县域的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都处于较低水平，仅上海及其周边部分县域较

高。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入世”后，经济实现高速发展，

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造成大量环境污染物和碳

排放。此外，中国当时的环境监管体系相对薄弱，相应

的环境政策尚未完善，公众也普遍缺乏环保意识，导

致总体上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处于较低水平。 

2009 年，中国东部和中部多数县域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水平有所提升，尤其是山东、江苏、浙江、内

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部分县域。这可能得益于“十一

五”规划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污染减排政策，不但明确

提出 SO2 要减排 10%，而且建立了环境保护目标责

任制
[12]

，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此外，“十一五”阶段

中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碳排放治理取得一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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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然而，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高度依赖钢

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并且可再生能源技术尚未成

熟，因此总体上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提升有限。同

时，“十一五”期间，山东、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

率先开始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将重工业转移到中西

部内陆地区，并且在环境治理上投入了更多资金，因

此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明显提升；内蒙古在此期

间大力开发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了化石

能源消费；东北地区在此期间由于重工业衰退，并且

加快了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33]

，

因此其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也有所提升。 

2016 年，中国除西部地区部分县域的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仍处于第 1 等级外，中部县域普遍提升

至第 2 等级，天津、重庆、山东、湖南、湖北以及

长三角、珠三角的部分县域更是提升至第 4 等

级，“东高西低”格局愈加明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气十条》、《水十条》

等环境政策陆续出台，环境执法力度空前，减污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强了退

耕还林、湿地保护等生态修复工作，显著增加了陆

地碳汇，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

此期间，天津、重庆、山东、湖南、湖北以及长三

角、珠三角地区得益于重工业陆续转移和服务业

快速发展，以及较高的减排技术水平，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处于领先地位。 

2022 年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普遍

提升，尤其是天津、山东、福建、湖南、湖北以及长

三角、成渝、珠三角等城市群普遍提升至第 5 等级，

并且南方地区提升幅度高于北方地区。可能的原因

是，中国 2018 年组建生态环境部，整合了环境和气候

治理职责，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了机制保障
[6]

；

风电、光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为减少化

石能源消费、从源头上推进减污降碳提供了重要支

撑； 2020 年正式提出“双碳”目标，各地政府随即出台

一系列碳排放控制方案，并且 2021 年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正式上线，降碳力度空前加大，能够有效促

进减污与降碳双向协同
[19]

。同时，南方地区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水平提升更为显著，可能是因为北方地区

重工业集聚，能源需求较大，并且冬季集中供暖的主

要热源是煤炭
[34]

，导致北方地区的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面临较大压力。 

2.3  空间集聚特征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 Moran’s I指数和 LISA 分布

探讨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空间相关性和

空间集聚特征。 

表 2  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全局Moran’s I指数 

Table 2  The global Moran's index for synergistic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ese counties 

年份 
Moran’s I

指数 
Z值 年份 

Moran’s I

指数 
Z值 

2003 0.1230 20.3756 2013 0.1025 17.0769

2004 0.1179 19.5555 2014 0.0892 14.9269

2005 0.1122 18.6299 2015 0.0882 14.7579

2006 0.1141 18.9453 2016 0.0870 14.5712

2007 0.1137 18.8654 2017 0.0874 14.6393

2008 0.1123 18.6396 2018 0.0900 15.0418

2009 0.1002 17.0440 2019 0.1055 17.5458

2010 0.1075 17.8795 2020 0.1120 18.5907

2011 0.1037 17.2562 2021 0.1100 18.2716

2012 0.0996 16.6041 2022 0.1064 17.6956

注:Z值大于2.58代表在1%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 2，历年的全局Moran’s I指数均在 1%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县域的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特

征，并非随机分布。因此，进一步通过 LISA 图直观分

析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局部空间上的集

聚特征，如图 3所示。 

总体上，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空间集聚特

征较为稳定，主要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

格局。同时，高—高集聚的县域数量从 226 个增加到

394个，说明越来越多的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达到

高水平，加入高—高俱乐部；低—低集聚的县域数量

从 895 个减少到 716 个，说明较低水平的县域，其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也在逐渐提高，从而退出低—

低俱乐部。具体来看，高—高集聚的县域主要分布在

天津市、山东省及长三角、成渝、珠三角、长株潭

城市群，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起步早，率

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这些地区拥有更

高的技术水平，在环境监测、污染治理、节能减排等

领域拥有更充足的技术储备，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低—低集聚的县域主要分

布在西部地区，可能是因为西部承接了东部高耗能、

高排放产业的转移，并且煤炭资源丰富，是中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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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基地
[35]

，环境污染和碳排放问题较为严重。此

外，西部地区的研发投入不足，高水平科研机构和人

才队伍稀缺，在减污降碳上存在技术瓶颈。因此，在未

来应重点关注中国西部地区的减污降碳工作，加大

对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鼓励东部地区提供必要的

资金和技术支持。 

 

图 3  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LISA图 

Fig.3  Local indicators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synergistic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ese counties 

审图号:GS(2022)1873 号 

2.4  重心时空迁移及离散趋势 

基于重心—标准差椭圆，可视化分析中国县域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心转移轨迹和离散趋势，如

图 4。 

 

 

图 4  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分布方向与路径转移 

Fig.4  Distribution direction and path shift of synergistic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ese counties 

审图号:GS(2022)187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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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心分布位置来看，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的重心在 112。29°E~113。77°E、32。59°N~32。85°N 范

围变动，相比中国的几何中心(103°E，36°N)，重心向

东南偏移，说明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区县域的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水平高于西部和北部地区。此外，从重心

的迁移轨迹来看，重心总体向东南方向迁移，最初从

南阳市新野县向东北转移至南阳市唐河县，随后在

南阳市唐河县境内向东南方向迁移，最后再次向东

南方向转移至信阳市浉河区。究其原因， 2003~2022

年间，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区得益于以轻工业、服务业

为主的产业结构和更高的技术水平
[36]

，实现了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水平较快提升，导致重心总体向东南

方向迁移。而西部和北部地区由于承接产业转移，同

时肩负保障国家能源供应的重要使命，致使其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面临一定挑战。 

2003~2022年，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标

准差椭圆主要位于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大致呈“东

北—西南”空间分布格局。从椭圆面积来看， 2022 年

标准差椭圆面积比 2003 年扩大 7。64%，说明中国县

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存在空间发散趋势。从椭圆转

角来看，转角由 2003 年的 77。26°缩小至 2022 年的

71。70°，说明“东北—西南”空间分布格局逐渐弱化，

正在向以东西方向为主导的分布格局演变。从椭圆

半轴来看，长半轴由 2003 年的 1226。66km 缩短至

2022 年的 1202。76km，短半轴由 901。89km 扩大至

962。95km，说明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南北

方向上更为收敛，东西方向上更为发散，呈现南北方

向向心集聚、东西方向空间发散的趋势。 

3  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特征变量选取 

机器学习算法主要通过大量数据训练，学习特

征变量与目标变量的关系并不断调整模型参数至

最优，从而实现对目标变量的准确预测。本研究旨在

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准确识别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的影响因素。因此，将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水平设定为目标变量，将可能的影响因素设定为特

征变量，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识别各因素对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 

环境污染物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均为化石能

源消费
[2]

。通过控制化石能源消费，从源头上实现环

境污染和碳排放的协同治理，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的关键
[16,37]

。因此，本研究首先选取能源强度为特征

变量。同时， 根据 Kaya 恒等式、LMDI 分解法、

STIRPAT 模型以及现有研究
[21,38,39]

，环境污染和碳

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均包括经济总量、技术水平、

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基于此，进一步选取以下特征

变量，详见表 3。 

表 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3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定义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能源强度 单位 GDP 的标准煤消耗量 t/万元 1.463 1.325 0.118 6.687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 / 1.241 1.105 0.161 6.949 

技术创新 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 件/万人 0.403 1.068 0.006 7.728 

经济发展 经平减处理的人均实际 GDP 万元 3.411 3.750 0.214 21.492 

金融发展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 GDP 比重 % 0.629 0.426 0.052 3.561 

人口密度 单位面积内的人口数量 万人/km2 0.042 0.085 0.000 0.689 

 

上述影响因素均与能源消费紧密相关，可能对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能源强

度直接反映单位 GDP 的能源消耗量，能源强度的降

低是从源头上协同减少环境污染物和碳排放，推动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

决定能源需求，快速的经济发展将导致能源消耗激

增，同时也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物质基础；技术创

新能够推动清洁能源替代和提高能源效率
[21]

，是控

制污染物和碳排放主要共同源头的重要手段；产业

结构反映出高耗能产业占比，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降

低经济增长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推动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金融发展既可能促进高耗能企业生产规模扩

大，也可能为节能减排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18]

，进而对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产生复杂影响；人口密度是影响

能源需求的重要因素，高人口密度地区通常面临较

大的能源需求
[35]

，从而可能阻碍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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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算法选择 

基于上述变量选取，本研究基于中国 2383 个区

县的47660条面板数据，按照80%和20%的比例划分

训练集和测试集，对支持向量机、K 近邻、神经网络

等常用的机器学习算法进行训练。同时，为提高算法

拟合性能和泛化能力，采用贝叶斯优化对各算法进

行超参数优化。贝叶斯优化能够在每次迭代中选出

最大概率提升算法性能的超参数组合，特别是对于

高维、非凸、非连续的超参数空间，能够以较少的迭

代次数找到超参数最优解。相较于网格搜索、随机搜

索等优化方法，贝叶斯优化在效率、适用性、抗噪声

干扰等方面具备显著优势
[40]

。最后，为避免在单一训

练集上的过拟合问题，本研究采用五折交叉验证，并

将均方根误差(RMSE)、平均绝对百分误差(MAE)

和拟合优度(R
2
)作为算法性能的评价指标。各算法评

估结果如表 4 和图 5所示。 

表 4  算法评估结果 

Table 4  Algorithm evaluation results 

算法 缩写 RMSE MAE R
2 

支持向量机 SVM 0.002 0.033 0.936 

K 近邻 KNN 0.002 0.030 0.945 

神经网络 Neural Network 0.001 0.029 0.947 

随机森林 Random Forest 0.001 0.023 0.966 

轻量级梯度提升机 LightGBM 0.001 0.020 0.971 

极端梯度提升 XGBoost 0.001 0.019 0.973 

 

RMSE和MAE越小， R
2
越接近于1，说明算法拟合

效果越好。从表 4可以看出， XGBoost 算法取得了最小

的 RMSE 和 MAE，以及最大的 R
2
，说明 XGBoost 算法

的拟合效果最好。图5进一步直观展示了各算法在训练

集和测试集上的拟合效果，横轴为实际值，纵轴为预测

值。可以直观看出，相较于其他算法， XGBoost 算法的预

测值与实际值最为接近，因此本研究采用 XGBoost 算

法研究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因素。 

 

图 5  算法拟合结果 

Fig.5  Algorithm fitting results 

3.3  影响因素重要性分析 

基于已完成训练的 XGBoost 算法，本研究进一步

使用 SHAP 值解释算法揭示各影响因素对县域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的相对重要性和作用机制。 SHAP 值解

释算法能够打开 XGBoost 算法的“黑箱”，直观反映各

影响因素对县域减污降碳协同的相对重要性和作用

方向。借鉴 Zhang 等
[29]

的研究，本研究首先计算全样本

下各影响因素的 SHAP 均值，来确定各影响因素的相

对重要性。 SHAP 均值反映了各影响因素对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的贡献程度，是识别主要影响因素的重要手

段。图 6(a)汇报了各影响因素的 SHAP 均值及占比。其

中，横轴为 SHAP均值，纵轴为各影响因素。 



1668 中  国  环  境  科  学 45卷 

 

可以直观看出，能源强度的 SHAP 均值最大，且

占比达 44。1%，说明能源强度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的影响最大，是主要影响因素。可能的原因是，在中国

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据较大比重，并且化石能

源是环境污染物和碳排放的主要共同来源
[6]

。化石

能源中含有的硫、氮等元素，在燃烧过程中与氧气发

生化学反应会生成 PM2.5、SO2、NOx等环境污染物，

同时化石能源的主要成分是碳氢化合物，燃烧过程

中碳元素与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会生成大量 CO2。据

统计，中国大约 63%的环境污染物和 80%的碳排放

来自化石能源消费
[22]

。因此，紧盯化石能源消费这一

环境污染物和碳排放的主要源头，大力发展可再生

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至关重要。除能源强度外，其他影响因素按照重要性

排序依次是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人口

密度和金融发展。 

 

图 6  影响因素 SHAP值 

Fig.6  SHAP valu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3.4  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分析 

尽管 SHAP均值能够衡量各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但无法直观反映各变量的具体作用方向。因此，本研

究进一步绘制 SHAP 值摘要图，以揭示各影响因素

对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作用方向，如图 6(b)所

示。其中，每个点代表一个样本，颜色越浅代表影响因

素的值越大，颜色越深代表影响因素的值越小。以

SHAP 值=0 为分界线 ，若样本分布在右侧区域

(SHAP 值>0)则代表其对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产

生正向影响， 反之亦然。可以看出，各变量的浅色点

和深色点在分界线两侧均有分布，说明各变量与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之间可能均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

系。因此，本研究进一步绘制 SHAP 值的部分依赖图，

以直观反映各变量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如

图 7 所示。可以直观看出，多数影响因素与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 

能源强度。随着能源强度的提高，能源强度的

SHAP值整体上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说明能源强度

整体上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具有负向影响。可能的

原因在于，化石能源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占据较大

比重
[16]

，能源强度增加意味着化石能源消费增加，而

化石能源是环境污染物和碳排放的主要共同来源
[6]

。

因此，能源强度的提高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产生负

向影响。 

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

的 SHAP 值大致呈先波动下降后波动上升的非线性

趋势，说明经济发展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之间大致

呈倒“U”型关系。这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

相似。在经济发展初期，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城市建

设造成资源和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不利于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而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物质生活水

平显著提高，人民对美好环境的需求随之增强。同时，

经济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并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使

政府能够加大对节能环保项目的投入。因此，随着经

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平逐

渐由下降转变为上升趋势。 

技术创新。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技术创

新的 SHAP 值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技术创

新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清洁生产，是从源头

上推进减污降碳的重要动力。同时，减污降碳协同



3期 邢  会等：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1669 

 

增效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统筹环境和气候领域的减

排要求，实现多种污染物和碳排放的协同控制离不

开关键技术的突破创新
[21]

。然而，技术创新也产生

了“回弹效应”，从而部分抵消技术创新带来的资源

能源节约效应，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碳排

放。因此，在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的过程中，要充分评估新技术潜在的负面影响，加

强引导和监管，优先支持生态修复、清洁生产、可

再生能源利用等节能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以削弱

“回弹效应”。 

 

图 7  SHAP值部分依赖图 

Fig.7  SHAP value partial dependence plot 

产业结构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的

SHAP值先缓慢上升后快速上升，整体上呈波动上升

趋势。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演变

的过程，意味着服务业、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
[41]

，

有助于降低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能源的依赖，从而推

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然而 ，在产业结构升级初

期，“两高”产业仍占据较大比重，新兴产业发展的节

能减排效应难以显现。同时，个别新兴产业发展初期

也会造成较多的资源和能源消耗
[42]

。例如，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产业发展初期依赖于数据中

心和高性能计算中心的不间断运行，加剧了能源消

耗。而随着产业结构持续升级，绿色、低碳产业逐渐

取代“两高”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生产生活方式发生

根本改变，从而有效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人口密度。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人口密度的

SHAP 值整体上呈缓慢下降趋势，且波动幅度较大。

这说明人口密度整体上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产生

负向影响，但也一定程度上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产

生正向影响。一方面，人口密度增加意味着更多的资

源和能源消耗
[35]

，甚至会进一步改变土地利用模式，

破坏森林、湿地和草原等生态系统
[43]

，从而对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产生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人口密度的增

加可能产生集聚效应，提高基础设施利用效率，推动

能源的集中供应和利用。然而，当人口密度持续增加

并超过城市承载能力后，将造成更多的资源和能源

消耗。因此，应坚持并实施可持续城市规划，通过倡导

紧凑型城市布局、发展高效便捷的公共交通、推广

绿色建筑、适当控制人口规模等手段，控制城市的资

源和能源消耗，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金融发展。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

的 SHAP 值整体上呈波动下降趋势，且波动幅度较

大。这说明金融发展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产生正向

和负向的双重影响，但整体上负向作用占据主导地

位。一方面，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的金融资源长

期偏向于钢铁、水泥等重工业和传统产业，推动了

“两高”产业快速扩张
[44]

，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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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积极引导

金融资源流向低碳环保领域，为风电、光伏等绿色产

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资金支持，从而推动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
[18]

。因此，在未来应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服

务体系，加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限制“两高”产业获

取金融资源，引导更多资金流向节能环保领域，推动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3.5  影响因素空间异质性分析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结

构、资源禀赋等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导致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呈现空间

异质性。因此，基于国家统计局的区域划分标准，本研

究将 2383 个县域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此基

础上分别应用 XGBoost 算法和 SHAP 值解释算法，

以揭示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并为不同地区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差异化政策的制定提供更精准的决

策参考。 

图 8 为分区域样本下各影响因素的 SHAP均值

和 SHAP 值摘要。可以直观看出，在东部和中西部地

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均为能源强

度。因此，各地区均应将降低能源强度作为工作重心，

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推广可再生能

源，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同时，在中西部地区，能源强度的 SHAP 均值远

高于其他影响因素，占比高达 46。1%。说明相较于东

部地区，能源强度对中西部地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的影响更大，这可能归因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能

源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上的差异。中西部地区煤炭

资源丰富，是中国主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其能源结构

中煤炭占据较大比重，并且能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

因此能源强度对中西部地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

影响更显著。而东部地区能源结构更为多元，可再生

能源占比较高，同时得益于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优势，

拥有更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因此，在东部地区，能源强

度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贡献度相对较低。此外，产

业结构、人口密度和金融发展的相对重要性呈现出

空间异质性，特别是人口密度。在东部地区，人口密度

的重要性位居第五，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的重

要性则位居最后。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凭借其经

济优势和政策支持，吸引了大量中西部地区的人口

涌入，使得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显著高于中西部，从

而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产生较大影响。 

 

图 8  影响因素异质性分析 

Fig.8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4  结论 

4.1  2003~2022 年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水

平呈现逐年提升的趋势，特别是 2020 年后提升幅度

相对较大。随着时间推移，各地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水平的差异不断扩大，部分地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水平已处于领先地位。然而，中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未来具有较大提升潜力。 

4.2  中国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空间分布上呈

现“东高西低”的特征，且标准差椭圆分布重心总体

向东南偏移，呈现南北方向的向心集聚和东西方向

的空间发散趋势，东西分异格局逐渐强化。此外，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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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

高集聚县域主要分布在天津市、山东省及长三角、

成渝、珠三角、长株潭城市群，低—低集聚县域主要

分布在西部内陆地区。 

4.3  能源强度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要影响因

素，SHAP值占比高达44。1%。能源强度对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具有负向影响，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总体上

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具有正向影响，经济发展、金融

发展和人口密度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具有复杂非

线性影响。相较于东部地区，能源强度对中西部地区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人口密度

对东部地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更大。 

5  建议 

5.1  统筹环境和气候领域的减排要求，建立减污降

碳协同治理机制，充分实现减污降碳的双向协同。长

期以来，中国主要侧重于污染防治，并过度依赖末端

治理，同时未充分关注气候治理，导致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水平难以有效提升。因此，应协同设定减污降碳

一体化目标，针对环境和气候治理的主要领域、重点

行业和关键环节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避免环境治

理对气候变化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充分借助现有生

态环境领域成熟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将碳排放

治理纳入环境保护体系，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

制度和法律保障。 

5.2  坚持源头预防，将降低能源强度作为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的重中之重。化石能源消费是环境污染和

碳排放的主要源头，在中国能源结构中长期占据主

导地位。政府应继续加大对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可

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不断降低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同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大智能电网等节能技术

的研发和推广力度，加强重点企业的能源审计和监

测，引导企业积极履行节能减排责任。通过学校、社

区、媒体等多种渠道开展节能宣传教育，提高公众节

能意识，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5.3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完善市场机制，

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首先，淘汰落后产能，严格限

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发展，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培育壮大新经济、新动能。其次，重点关注污染治

理设施的能耗问题，深入研究减污降碳协同推进的

内在机理和技术路线，推动水、气、土、固废等多种

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协同创新。最后，完善市

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尝

试整合排污权交易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

统一的交易平台和市场监管机制；将环境税和碳税

进行整合，建立统一的税收体系，激励企业协同推进

减污降碳；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风险分担等激

励措施促进绿色金融发展，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的

标准和认证体系，确保减污降碳项目得到充分支持，

并督促企业和金融机构披露环境风险和碳排放信

息，提高市场透明度。 

5.4  实施差异化政策，因地制宜推进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鼓励东部地区依托现有优势先行先试，在源头

预防、政策设计、技术创新等方面积极探索，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先进经验。同时，

推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建立多层次、多领域合作机

制，为中西部地区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人才等支

持，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中西部地区

要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加大对是风能、太阳能等可再

生能源的开发利用，逐步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其次，通

过技术引进、合作研发等方式，吸收消化东部地区先

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设

备更新，积极引导产业向低碳、环保方向转型，加快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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